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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际中文教育零散存在，未成规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初创，面对汉语师资紧缺、教学模式待建、教材几乎空白等问题，开创

者们语音方面采用了威妥玛拼音，师资培养、教学模式、教学法借鉴了美国陆军特训班，教材使

用方面也从改编特训班所使用的赵元任《国语入门》教材开始。 为了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和教学

目标，教学模式从模仿到改进，教材建设从改编到创新。 受苏联语言学影响，词汇教学和语法

教学成为教学中心，一步步建起了中国的国际中文教育根基，学科建设也随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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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是“紧随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成长的学科”①。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清华大学受教育部委托筹

建起我国首个专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机构“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领导级别规格较高，清华

大学教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担任班主任，他先后聘请了邓懿、吕叔湘、李广

田等人协助负责该班工作。② 其中邓懿负责教学，吕叔湘担任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专修班转至北京大学，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

文专修班”（以下简称“专修班”），周培源担任新北大教务长，仍继续兼任专修班班主任。③ 汉语教学

工作在专修班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 历经多年努力，国际中文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国

际中文教育同时也是一项事业，该学科发展过程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 从学科发展史来看，学界一

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看作学科萌芽期。④ 本研究聚焦于专修班从清华大学调整到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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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间，考察国际中文教育在教学基础、师资队伍、教学模式、教材编写等方面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有着怎样的发展过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汉语教学状况———未成规模

面向外国人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最早可追溯到清中叶传教士来华。 如果说当时来华外交官尚可

依赖翻译，经商者尚可依赖“洋泾浜”英语，那么传教就必须直接沟通才能传递意志。 读书一直是有地

位者的事，普通教民识字者有限，而拼音可以使音义直接相连，跨越了识读汉字之苦，因此西人创建的

拼音形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１６０５ 年英国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的《西字奇迹》，１６２６
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Ｎｉｃｏｌａｓ Ｔｒｉｇａｕｌｔ）的《西儒耳目资》中的拼音系统适合拼写北京语音，但
２００ 年间主要在传教士间流行。① １８６７ 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ａｄｅ）出版了北京

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其创制的“威妥玛拼音”传播广泛，得到普遍认可。
１９ 世纪末，中国人自己开始创制汉语拼音。 在众多中外拼音方案中，影响最大的有威妥玛拼音、

邮政拼音、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等，后二者“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

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②，但外国人学习汉语还是以威妥玛拼音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燕京大学的汉语教学相对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 燕京大学国文学

系开设有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课程，一般由教会中一些老先生任教，他们古文很好但并不懂语言知识，也不

懂外语。 １９４６ 年国文学系主任高名凯请西语系毕业的杜荣为十几名驻华美军子女讲授汉语，杜荣正是

在这次教学中对汉语教学产生浓厚兴趣，但这批学生之后就只有零散几人，也就根据水平分散教学了。③

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有些外国学生，如朱德熙在清华教过一两个外国学者。④ 由于战事影

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于 １９３８ 年迁至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 １９４６ 年各迁回原校后，汉语

教学事务才重新恢复。 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王岷源在美国哈佛大学时曾寄住在赵元任家中，胡适

评价他“温文勤苦”，故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他来北大任教。 １９４７ 年王岷源兼为印度政府派来的

十一名学生教授汉语。⑤ 当时学习汉语的人基本“是学习别的，顺便学习中文”，“但不是这样正式地

教学，而是由学校找老先生教古文”。 高校的一些汉语教学活动还属于国文学系（或中文系）之下的一

门辅助性课程，并没有成为一项专门的、重要的工作。 “真正把教外国人汉语当成一项严肃事业，还是

始于 １９５０ 年”。⑥

二、师资培养———从助课到独立授课

（一）留学生生源及主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启动留学生教育成为一项与国家建设紧密相关的工作，受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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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度重视。 当时与中国建交的主要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５０ 年 １ 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波兰

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向中国提出交换留学生。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中国政府除同意与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交换留学生外，还主动向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政府提出交换留学生的建议，得到这些

国家的积极回应并很快达成协议。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正式向教育部下达了接

收上述 ５ 国留学生的任务。①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罗马尼亚 ５ 名留学生，保加利亚 ５ 名留学生和匈牙利 ４ 名留学生陆续抵达清华大

学，专修班开课；１９５１ 年 １ 月和 ９ 月，又有波兰 １０ 名、捷克斯洛伐克 ８ 名和匈牙利 １ 名留学生加入专

修班，专修班留学生人数达到了 ３３ 人。② 当时专修班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入学时间不一致，学习进度

差别较大；国籍不同，语言各异；年龄和学习经历不同，对学习要求不统一。 这种复杂的状况导致专修

班初期教学计划性较差，学生不能很好理解授课内容，影响了初期专修班的教学效果。③

（二）教学理念及师资培养方式

专修班最初的教师队伍中，只有邓懿、杜荣和王还有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其中杜荣于燕京大学执

教，王还 １９４７ 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汉语言文化，１９５０ 年回国。④ 邓懿在美期间，先在哈佛远东语文

系中日文图书馆工作，同时协助哈佛大学汉学家柯立夫教授教一点中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

军为了培养优秀的适合各战区的军事人才而设立陆军特训班（Ａｒｍ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

ＡＳＴＰ）项目，在美国 ２５ 所大学对军人进行外语及区域文化培训，时间 ６～１７ 个月不等。 １９４３ 年哈佛大

学设置 ＡＳＴＰ 项目，由赵元任负责，邓懿协助赵元任工作，成为赵元任在语音方面的得力助手。⑤ 邓

懿后任教于燕京大学，１９５０ 年在国文学系“华侨汉语”（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班教了二十余名外国学生和

华侨学生。⑥ 周培源 １９４３—１９４６ 年在美工作期间，也是赵元任家中座上客，周一良和邓懿夫妇更是

与赵家往来频繁。⑦ 周培源担任专修班班主任后，便将邓懿从燕京大学调入清华大学，承担起创建汉

语教学的重任。 可以说，邓懿担任教学负责人有着历史必然性。

基于 ＡＳＴＰ 的教学理念和实践，邓懿对新教师语音方面的要求格外严格。 尽管师资严重缺乏，但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邓懿还是坚持要通过考试招聘教师，考国文、英文和普通话，想从根本上解决语音

问题。 “如果老师就觉得无所谓，只要学生说出来差不多，是那个音就完了，那是一种效果；如果老师

觉得应该让学生不说则已，一说就要说得正确，那你就能不厌其烦地去纠正他，这样的效果也就不一

样”⑧，但考试招聘仅做了一期就因多种原因没能持续下来，后来直接分配大学毕业生来上课，有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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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还带口音，邓懿便要求有方言的老师注意克服，而难以克服的教师就只能离开。①

由于教师不足，事务繁忙，新教师并无专门的培训期。 邓懿采取了同 ＡＳＴＰ 相似的方式，第一年新

教师不能直接上课而只能当助教，教授上大班的语法讲授课，助教上小班的练习课，所有的助教都跟

班听课，以保证讲练对应。 专修班助教大都是从俄文、东语、中文等系调来的毕业生，工作热情普遍较

高，但是中国语言知识很少，还有许多没有学过注音符号，对中国语法更缺乏认识。 师资的问题直接

影响了专修班初期的汉语教学效果，甚至有留学生以教师能力差为由，对学习丧失信心。②

为弥补教师专业方面的不足，邓懿轮流听小班老师的课，检查是否完成了课程要求，包括课外辅

导、作业批改，都不得马虎。 邓懿对新教师要求严格，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 她为新教师开示范课，从

媒介语的恰当使用到由易到难的讲解方式，言传身教，让新教师十分难忘。③ 邓懿认为新老教师互相

听课再交换意见是比较好的培养办法，新教师学习老教师经验，老教师旁观者清，可以告诉新教师哪

些方面需要改进。④ 后来设置专门的教师培训时，培训内容包括专业知识、外事知识，双向听课的方

式仍保留了下来。⑤

任务重，时间紧，专修班初期的新教师培训工作在教学实践中完成，美国陆军特训班的教师培养

模式在应对专修班初期师资短缺和教师专业不足方面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三、汉语教学模式———从模仿到改进

（一）引进美国陆军特训班教学模式

邓懿在哈佛大学 ＡＳＴＰ 担任赵元任助手过程中，学到不少汉语语音、语法的知识，为她以后回国教

外国学生汉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⑥，这一段教学经历，对邓懿的汉语认知、教学认知、教学技巧以及教

学理念都产生了根本性影响⑦。 专修班成立之初，“没有成熟的教学经验和模式，主要就是邓懿从赵

元任那儿学来的那些。 很多东西都是慢慢地摸索、探讨出来的”。⑧

ＡＳＴＰ 和我国专修班的学生都是零起点全日制学习，ＡＳＴＰ 采用的短期强化模式跟语文专修班早

期的性质类似，因而邓懿在设计专修班基础课程时也沿用了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解了燃眉之急。

ＡＳＴＰ 采取了一套迥异于传统的教学模式，立足于听说，主要特点为：每周有大量面授课时，大多

数时间为会话操练，小部分时间讲授语法；小班操练（少于 １０ 人），根据学生能力和学习进度分班；由
目的语母语者或完全双语者进行操练；使用辅助工具，如电影、唱片、录影机、磁带录音机、收音机、电
话等设备；通过课外活动，为语言学习提供生活背景，如设置语言房、语言桌和语言俱乐部，以及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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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师名师访谈录·钟梫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１ 页。
李鹏：《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发端：缘起、进程与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师名师访谈录·李景蕙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邓懿先生访谈录》，戴桂芙、刘德联：《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４８－１５３ 页。 后

收入《燕园汉声———北大对外汉语六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６－２１ 页。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师名师访谈录·李景蕙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周一良：《钻石婚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年。
参见肖钟：《燕东园内访邓懿》，《世界汉语教学》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遥忆当年，追思往事，她（邓懿）把话题推至大洋

的彼岸”，这正说明这一时期对她的重要性。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师名师访谈录·李景蕙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的语群体进行社会接触。①

在哈佛大学的 ＡＳＴＰ 课堂上，赵元任用英文上大课讲知识性内容，学生有一百来人左右，小班练习

课老师十几位，每班 １０ 人左右，老师用中文，发很多讲义让学生练，“要求很严，一定要说对了为

止”。② 这正是 ＡＳＴＰ 所倡导的教学模式，所有语种都采用这种模式教学，赵元任充分应用于汉语教

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有研究者认为赵元任在哈佛建立了独有的汉语教学模式，进而为

新中国汉语教学所采用并影响至今，这样的论断有些忽视了 ＡＳＴＰ 的整体设计而夸大了个人作用。③

（二）专修班教学模式创新

虽然 ＡＳＴＰ 和语文专修班都有短期速成的性质，但二者在教学对象、学习时长和学习目的方面均

有明显不同。 ＡＳＴＰ 学员均为美国军人，年龄和素质都基本一致，而专修班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年龄、
语言、教育背景各不相同；ＡＳＴＰ 学习时长相对短，以满足实际军事需求为目的，而专修班学习时间相

对较长，目标是进入中国高校学习专业。 ＡＳＴＰ 为战时服务需要，以听说为目标，而专修班以入系学习

为目标，对听说读写能力全面要求，“基本上能听懂专业授课，能慢速阅读参考书，能通过笔记记录课

堂讲授的要点，能写论文，能流利的用汉语表达思想”。④

邓懿针对专修班特点，将 ＡＳＴＰ 的模式进行了改造，变成“复习—讲练—练习”的上课模式，每天 ４
节课，第一节是复习课，第二节和第三节是讲练课，第四节是练习课。⑤ 初步设想是留学生在专修班

学习中文两年左右，合格者进入中国高校学习专业。
第一年教学目标是打稳语文基础。 上课密度很大，每天上课 ４～５ 小时，每周 ２７～２８ 小时，其中讲

授课 ６ 小时，系统讲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练习课 １２～１８ 小时，课时是大班的 ２～３ 倍，不讲新内容，
主要针对讲授课上的内容进行强化练习；习字 ５ 小时；时事学习 ５ 小时；每周唱歌一次（帮助发音）；每
月为学生灌音一次（每课灌录音片供自学），听录音 １ 小时；此外学生还有校外实践课，参观访问或购

物。 根据社会环境的要求，还开设了一门“中国革命史”政治课，后来慢慢演变成“中国概论”，翻译成

外语给学生上。
第二年教学目标是巩固并提高已有的语文能力，系统并扼要地介绍中国文化，使学生对中国情况

获得初步的认识。⑥ 因而这个阶段的学习内容中，语文课程占 ４０％，包括基本读物、文法和修辞、作
文；文化课程占 ６０％，包括简要的中国地理、中国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简史、中国文学作品选读、
时事专题报告和文艺专题报告等。⑦

从这两年的计划可以看出，第一学年，专修班主要沿用了 ＡＳＴＰ 的教学模式，不过 ＡＳＴＰ 专注于口

语，而专修班里汉字学习也是重要任务之一，另外专修班还增加了时事、政治学习。 第二学年由于学

生的学习目的及语言水平均有较大的变化，教学模式也有了相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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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懿先生访谈录》，戴桂芙、刘德联：《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４８－１５３ 页。
江南认为赵元任建立了一套科学系统的教学模式———口语为教学内容，采用大班讲解、小组练习和课外自修三种

教学组织形式；明确了先语音后语法词汇的教学过程等。 参见江南：《赵元任的汉语教学思想与新中国初期的汉

语作为外语教学》，《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周一良：《钻石婚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年。
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预备教育教学模式：从综合到分技能》，《国际汉语教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程裕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８ 页。
李鹏：《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发端：缘起、进程与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两年之内达到入系的目标，对于从零开始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为帮助学

生尽快达到专业学习的语言水平，专修班设置了“学生辅导员”，为留学生分配在校中国学生进行辅

导。 学生辅导员不同于新教师担任的“助教”，也不同于现在的“语伴”，他们要对学生上课不懂之处

和笔记缺漏之处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设置“学生辅导员”的目的就在于帮助留学生及时巩固知识，
达到灵活运用的地步。① 这是专修班所开创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模式。

四、教学法原则———从单一到综合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外语教学法相对较少，翻译法一直居于主流。 专修班成立初期，教师也主要通

过翻译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汉语的能力，包括听、说、读、写、译的技能，专修班专门调来两位翻译协助教

学和生活———冯忆罗（俄语）、钟梫（英语及俄语），把老师的讲解用英语（或俄语）翻译出来②，但学生

来自不同国家，课堂上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媒介语，而英语和俄语均非学生母语，学生在理解上仍存

在困难，最终专修班只好将使用翻译法教学的时间压缩到一个多月（七八周）。
ＡＳＴＰ 采用的听说法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尚属新兴教学法，外语教学领域尚未广泛应用，邓懿即将

这种以口语为中心的听说法引入专修班教学中，“开始阶段不要求学生记汉字，只练习口语，反复听自

己的录音，改正发音”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听说法教学理念是通过邓懿传递进来的。
邓懿本着既使用外语又限制外语的原则，尽力做到“利用它、摆脱它”。④ 为了让学生能够逐渐听

懂汉语授课的内容，尽量使用直接法，讲解语法结构时使用汉语，通过演示和启发式的教学让学生理

解并掌握语法结构。 专修班教师将翻译法和直接法配合使用，以兼具两种方法的长处，称之为综合教

学法。 根据当时的教学经验，从发音教起，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学生就可以完全直接听讲。
邓懿所熟悉的美国教学模式对专修班的实际教学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苏联模式对我国各项工作产生广泛影响，对外汉语教学也概莫能外。⑤ １９５０ 年，斯大林在《马
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 以

此为指导思想，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的汉语教学把“注重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作为基本教学原则，在全

部教学过程中，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是教学的中心。⑥ 专修班的教学计划分成三部分，“语文教育占

全部课程 ８０％左右，政治思想教育、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教育占全部课程 ２０％左右，健康教育在课外进

行”。 其中第一学年教学进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发音为教学重点，以科学方法编排发音教材；
第二阶段以日常会话为重点，通过会话使得学生对中国语法有初步认识；第三阶段重点扩大和增加字

汇，并使学生在语法上有比较深入的学习。”不同阶段的主要教学任务有所差异，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

有所侧重。
１９５２ 年之后，专修班各方面情况趋于稳定，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据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

国语文专修班反馈，首批东欧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打下了良好的中国语言的发音基础，掌握了 ３５００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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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荣：《对外汉语话沧桑》，《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 １０ 周年纪念专刊）》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０ 期。



左右的常用字，了解并能运用基本语法，能写清晰正确的汉字，能以国语应付日常生活用语，能用浅显

文字表情达意，略能使用字典，能阅读《人民日报》及简易报刊。①

综上，专修班教学伊始的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陆军

特训班及赵元任的影响，引进了“高密度、大班讲、小班练、课外辅助”的教学模式。 由于二者教学对

象、教学目的、教学时间等方面的差异，专修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教学内容增加了汉字书写，
逐步扩充了语文课程内容并加大了文化课的比重。 苏联的语言教学观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形成了以

词汇和语法为基础的教学方式。 教学法方面，专修班虽然引进了当时较新的听说法，但教学目的和学

生状况又无法单一使用听说法，教师的外语种类和水平也很有限，翻译法和直接法相结合的综合法成

为主流。

五、汉语教材———从改编到独创

（一）临时改编《国语入门》
汉语教材是对外汉语教学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综合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零散的汉

语教学中曾使用国外编写的教材，如杜荣接手汉语教学时，拿到的是一本法国人写的汉语课本，而自

己所教学生是美国人，杜荣只好将课本内容一字一句翻成英文教。②

由于专修班教学任务急迫，邓懿在哈佛 ＡＳＴＰ 所使用的赵元任编《国语入门》（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Ｐｒｉｍｅｒ）③

便成为专修班的教材蓝本，改编工作由邓懿担任。 改编教材实为应急，并无充足时间进行科学设计和

规划。 教师们不停地编写、修改、检查，有时邓懿白天编完，助手们马上就刻蜡版油印，有时晚上没印

好，次日早上再补印，发给学生时还油墨未干，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下，显然无法细致推敲。 《国语入门》
搭建的语音、语法等框架，成为编写教材的根本依据，当然由于教学目标、教学对象及教学环境各方面

的差异，使得“赵元任在美国用的教材不完全适用于我们”。④ 因而，每教过一年之后，都由全体任课

教师共同总结一年来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共同商议改进意见和办法，然后由邓懿统一进行修改。⑤ 这

一时期，还提出教材必须联系实际，符合学生需要，教材配置也要有严格的系统性、联贯性，按顺序进

行。⑥ 经过数年的摸索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于 １９５８ 出版，在中国汉

语教学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特别是其语法框架直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有研究认为专修班所使用的教材是邓懿等根据《国语入门》临时改编而成，于 １９５８ 年以《汉语教

科书》之名正式出版。⑦ 但考察《汉语教科书》的编写历史过程，并对两本教材进行深入对比就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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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发端：缘起、进程与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６ 第 ３ 期。
杜荣回忆她教的是十几个美军子弟，但系主任高名凯给她介绍了一本法国人写的汉语课本。 文中并未提到具体

名称，但 １９４２ 年法国巴黎出版了 Ｓｔｅｐｈａｎｕｓ Ｆｏｕｒｍｏｕｔ 编写的《拉丁语讲授普通话》 （Ｌｉｎｇｕａｅ Ｓｉｎａｒｕｍ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ｅ⁃
ｃａｅ），扉页有“中国官话”四字（程裕祯 ２００５）。 由于当时燕京大学校方很想保证教学质量，加上是系主任推荐，应
该是比较新的本子，或许就是这个本子也未可知。 参见《对外汉语话沧桑》，《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

成立 １０ 周年纪念专刊）》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０ 期。
赵元任在哈佛大学陆军特训班任教时并无现成汉语教材可用，因为任务急迫，便将之前所编的广东话教材《粤语

入门》加以改编，成为《国语入门》，该教材于 １９５８ 年出版。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师名师访谈录·李景蕙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邓懿：《难忘的岁月》，《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 １０ 周年纪念专刊）》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０ 期。
杜荣：《对外汉语话沧桑》，《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 １０ 周年纪念专刊）》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０ 期。
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预备教育教学模式：从综合到分技能》，《国际汉语教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现，尽管专修班最初教材由《国语入门》改编而来，但最终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无论是语音、语法部分

的选择和安排，还是内容选择与编排均与《国语入门》有着本质区别。
（二）采用威妥玛方案作为拼音标记

赵元任《国语入门》采用的是国语罗马字拼音，是当时民国政府官方推广的拼音系统，官方同时推

广的另一套语音标记是注音字母，但专修班二者均未选用，因为当时国家“搞文字改革，不要那一套注

音字母了。 赵先生的那一套拼音办法，我们也觉得太烦琐了”。① 西方人在长期使用罗马字母拼写汉

语语音的实践中，也在不断地修改、调整拼音方案的适用性和准确性，威妥玛方案已经能比较准确地

反映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成情况②，故专修班选择了威妥玛方案作为拼音标记。 直到 １９５８ 年国家颁布

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教科书》才自然转成汉语拼音方案。
（三）创新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汉语教科书》吸收了最新语法成果。 这一方面是受到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影响，赵元任的《国语入

门》１９４８ 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１ 年、１９５２ 年分别有两种中译本③，引起了我国语言学界

的重视，丁声树、吕叔湘等合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④ 即参考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其他学派的理论

和方法，吸收了《国语入门》的长处，第一次对汉语结构做了全面系统的描写。 另一方面，１９５０ 年斯大

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引发了国内语言学家的大讨论，“发现并掌握汉语的结构规律”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语言学家的共同认识⑤，一时间出版了大量语法著作，如吕叔湘的《语法学习》
（１９５１），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１９５１），曹伯韩《语法初步》（１９５２），张志公《汉语语法常

识》（１９５３），黎锦熙、刘世儒的《汉语语法教材》（１９５５）等。 不过这些都是针对母语者进行的研究，而
汉语教学对象是非母语者，最终《汉语教科书》的语法体系“既没有用张志公的系统，也没有用王力的

系统，更没有用北师大的系统，黎锦熙的更没法用，最接近的还是张志公的”。⑥ 该教材对汉语语法做

了独具特色的切分和编排，为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奠定了基础⑦，以“博采众长”的态度，吸取当时

国内外汉语教学的实际需要，构拟了一个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⑧，对某些语法现象的解释较为细

致，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来看，该教材在对外汉语语法体系方面创新远大

于沿袭，与《国语入门》并无明显的继承关系。
（四）话题源自校园和日常生活

从课文内容上来看，虽然《国语入门》对专修班初期教材编写起了主导作用，但改编的教材并不适

合专修班要求。 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邓懿最初所编教材并未达到政治上的要求，未能获得领导认

可。 北京大学党委对负责教学活动的邓懿、王还、周祖漠三人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如认为邓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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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懿先生访谈录》，戴桂芙、刘德联：《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４８－１５３ 页。
江莉：《十九世纪西方人关于汉语拼音问题的讨论》，张西平：《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 年。
一是斐溥言释述，董同龢校阅的《国语语法大纲》，刊载于台北市《国语日报·语文乙刊》１９５１ 年第 １０４ 期到 １５３
期；一是李荣编译的《北京口语语法》，北京市开明书店 １９５２ 年出版。 参见冯琳：《赵元任与中西文化交流———以

语言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２００４ 年卷》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５ 页。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
吕必松：《现代汉语语法学史话（三·续完）》，《语言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１ 年第 １ 期。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师名师访谈录·李景蕙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赵贤州：《建国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报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编：《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世界

汉语教学学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１９８７ 年，第 ５９８－６１１ 页。
程棠：《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说略》，《汉语学习》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王还过去都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教学观点和教学思想都不正确，写出的教材往往有原则性的错

误。① 邓懿也回顾“那时候也挺注重思想性的，赵先生的那些，我们可能觉得思想性不够”。② 《国语

入门》课文口语性特别突出，始终围绕汉语口语这个中心，不仅有对话，还有独白，甚至在对话中加入

了演讲的形式，几乎涉及所有的说话类型，而《汉语教科书》６０ 篇课文的话题中，１７ 篇为校园学习生

活，２４ 篇为日常生活，１０ 篇既有校园学习生活又有日常生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新中国社会现状各

只有 ３ 篇，另外有 ３ 篇为无特定主题的短句，课文话题大多局限于校园和日常生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改编《国语入门》到《汉语教科书》最终出版，历时 ８ 年，经过不断使

用和修改，教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１９５８ 年的《汉语教科书》实际上是从 １９５０ 年开始的教学总结，保
存可用的，去掉不理想的部分③，是汉语教学团队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不断尝试和总结的成果，也
是集体努力的结晶。 邓懿在晚年的回忆中明确指出《汉语教科书》与《国语入门》“没什么联系”。 汉

语教材从无到有，从改编到独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教育事业开创者筚路蓝缕的见证，也为后来

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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